
辞书出版与文化积累

——从新疆人民出版社辞书出版谈起

贺灵

辞书出版是一项艰巨、复杂、细致的出版工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技术性

和专业性，也是一项需要专门知识的工作，来不得半点疏忽，否则往往出现前功

尽弃的现象。而编纂辞书，自古被认为是“吃苦不讨好”的工作，因为其知识容

量、细致谨慎程度、精力和时间的耗费以及词条的准确性和语言表述的精练等等，

都是其他研究工作和创作活动所无可比拟的。另外，其编排方面的科学性和专业

化劳动，是一项艰巨而细致的工作。但是，辞书不同于其他著作，其知识含量高，

是某一学科知识的高度积累，而且，其每一词条的知识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权

威性。一部合格的辞书，奉献给读者的是定型化的工具性知识，其价值在于被人

们反复使用，反复查阅，在读者之中确立“惟我独尊”的地位。我国改革开放后，

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辞书学领域。

辞书大致分为三个大类：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和综合类。无论社会科学

类还是自然科学类，每一学科及其分支学科均有知识（文化）积累的问题，当知

识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用编纂辞书的方式进行记录和保存。因而某一学

科辞书的编纂出版，是该学科资料和研究达到成熟的标志，否则，该辞书的知识

性、资料性和实用性将大打折扣。

新疆人民出版社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出版工作中，各文种辞书的出

版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成就显著，为我区各部门的文化积累做出了较大贡

献。据统计，自 1953—2005 年，本社出版包括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

尔克孜和锡伯六个文种辞书 130 多种，其中语言类 40 多种，社科类 20 种，科技

类 20 种，农牧类 10 多种，经济类 5 种，哲学类 4 种，文学类 4 种，法律类 3 种，

其他 10 多种，租型 1 种多次印刷。另外，出版近 30 多种准辞书性质的“词汇对

照”、“手册”等。

新疆人民出版社的辞书出版，实际上只有 20 年的历史。这是因为由辞书的

性质所决定。1980 年以前只有几种语言类辞书出版。1953 年本社第一部辞书、

包尔汉编译的《维汉俄辞典》出版发行，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10 年后第二部

辞书《汉维简明词典》编译出版。又过 11 年即 1974 年第三部词典《汉维词典》

（试编本）出版。1979 年本社编译的第四部辞书《汉哈辞典》出版发行。为何

近 30 年 只有几部辞书出版，而且都集中于语言类？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

30 年，是经济、文化打基础的阶段，而且期间的十余年，极“左”思潮泛滥，

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出版秩序，文化建设严重倒退，根本谈不上知识性和文化积累

性图书的出版。文化大革命以前，自治区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刚刚起

步，谈不上文化积累，社会上也无这方面的需求。但在语言文字方面，新中国成

立后，推翻了数千年来延续下来的民族压迫和歧视制度，逐步建立起了新型的社

会主义民族关系，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各少数民族对汉族

历史、文化的了解日甚一日，要求广泛的语言沟通和文化交流，语言辞书日益成

为必需的工具，因此，80 年代以前的数部语言工具书就是适应这一要求问世的。

这几部辞书的出版，为以后工具书的编纂出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根据社会需要，本社开始重视有关辞书的组稿、编纂



和出版工作，维吾尔文等编辑部专门设立辞书编辑室，调入这方面有专长的懂维、

汉、俄数种语言的维吾尔、哈萨克和汉族编辑，从事编纂辞书的业务，近 20 年

中，平均每年以超过五部的速度出版不同文种的各类辞书。80 年代前五年，仍

以语言工具书为主。出版了《哈汉词典》、《突厥语大词典》（1—3）、《维汉词

典》、《常用词语三用词典》（汉文，租型）、《维吾尔成语词典》、《维吾尔熟语详

解词典》、《现代维吾尔文学语言正字词典》、《汉哈语言学名词术语对照小词典》、

《达斡尔哈萨克汉语对照词典》等。其中的《现代维吾尔文学语言正字词典》是

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科研成果，这证明我区少数民族语言规范

和研究工作适应文化的发展有了进一步深入。另外，这几年，其他学科辞书的编

纂工作也起步，1984 年出版维吾尔文版《政治经济学词典》、《汉维测绘词典》、

《哈拉汉植物学词典》等。说明本社少数民族语种工具书的编纂向专业化、多学

科方向迈进。

80 年代中期后，在文教卫生、农牧科技、财经、科研等系统，维汉、哈汉、

蒙汉、锡汉等双语或多语使用现象已很普遍，少数民族读者对汉文出版物的阅读

能力大大提高，因此迫切需要这些方面的工具书。针对这种需求，本社在做辞书

选题时，在通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拓宽选题范围，增加品种，加大出版力度，

自 1986—1990 年的五年期间，安排出版不同文种各门类辞书 35 种左右。出现了

本社辞书出版的第一个高峰期。在这数十种辞书中，许多为自汉文对译的辞书，

这为少数民族读者阅读汉文读物带来了方便。自从高考制度恢复以后，自治区各

大中专院校课程开设范围逐年扩大，各民族学生对各类工具书的需求量也越来越

大，因此，本社加大了面向大中专学生用工具书的选题，几年中收到了较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出版的数十个品种中就可以看出其多样性和侧重点转移的

情况，如 1986 年出版《汉维体育词典》、《汉维数学词典》、《汉维化学词典》、《汉

维生物词典》、《汉哈词典》、《哈汉谚语词典》、《哈萨克语正字法词典》；1987 年

出版《法律小词典》（哈萨克文）、《锡伯（满）语词典》、《旧清语词典》；1988
年出版《汉维财经词典》、《英维词典》、《汉维电工词典》、维吾尔文种《法律小

词典》、哈萨克文种《理论学习小词典》；1989 年出版维吾尔文种《外国哲学家

简介词典》、《汉维词典》（1—2）、《汉维科技词典》、《哈萨克语详解词典》

（1—3）、《汉锡简明对照词典》、《柯尔克孜语正字法词典》；1990 年出版维吾尔

文种《会计词典》、《小学生汉维词典》、《汉英维成语词典》、《中学生汉维词典》、

《汉维历史词典》、《新疆汉语方言词典》、《蒙古语常用词汇》、《哈萨克成语词

典》、《哈萨克语详解词典》（4—6）、锡伯文《六部成语词典》。这一时期，各文

种辞书中，各民族专家学者自己编纂的分量有所增加，这是各民族科研和创作水

平进一步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各民族文化发展和知识积累增强的有力证明。

1991—1994 年，本社辞书出版的强劲势头仍未减弱，反而又有所增强，从

选题范围和品种来看，这四年是本社工具书编纂出版的顶峰时期。这一时期，汉

文版陆续推出了数部深受读者欢迎的社科类词典，其知识含量和文化积累性可谓

首屈一指，如 1993 年出版《新疆历史词典》、《回族知识词典》、《中国丝绸之路

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辞典》（新疆卷）。其他文种四年中推出了近 40 个品种，

可谓成绩显著。从门类来看，辞书涉及的学科范围更有扩大，本民族专家和学者

编纂的份量又有加大。如 1991 年出版维吾尔文种《工资福利词典》、《简明数学

辞典》、《哈萨克语详解词典》（7—10）；1992 年出版维吾尔文种《小学语言详解

辞典》、《世界地名解释词典》、《汉维畜牧兽医词典》、《汉维教育学词典》、柯尔

克孜文《简明文学术语词典》；1993 年出版维吾尔文《简明物理学词典》、《汉维



公安司法词典》、《维英词典》、《汉维英生物化学词典》、《简明政治经济学词典》

（维吾尔文）、《汉维袖珍词典》、《汉维化工解释词典》、《简明阿拉伯语维吾尔

语词典》、哈萨克文《数学词典》和《化学词典》、锡伯文《单清语词典》等；1994
年出版《新满汉大词典》、《汉维拉动物名称词典》、哈萨克文《畜牧兽医小词

典》、《汉维世界民族译名词典》、《满汉词典》、维吾尔文版《伊斯兰教词典》、《汉

维新华字典》、哈萨克文《数学词典》、《现代锡伯文学语言正字词典》等。从上

可以看出，1994 年是本社有史以来辞书出版最多的一年，也是辞书出版高峰期

的结束。

1995 年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本社

辞书出版开始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出现严重滑坡。自 1995—2003 年底，六种文

字出版的辞书才 10 余种，如 1995 年出版汉文版《新疆民族辞典》、《汉维园艺词

典》；1996 年出版维吾尔文版《文学词典》和《文学描写辞典》（上、下）、《简

明中国战争辞典》等；1998 年汉文出版《西北民族词典》；1999 和 2000 年出版

数种学生用辞典和《汉哈简明辞典》；2002 年汉文出版《西域地名词典》。这几

年作为选题上了不少有价值的辞书，如：汉文的《西域人文词典》、《西域文学艺

术词典》、《突厥语大词典》等；维吾尔文的《俄维词典》、《土汉维词典》、《魔鬼

词典》、《汉维宗教词典》、《维吾尔语反义词词典》等；锡伯文的《汉锡词典》等。

其中有的正在编纂，但多数将胎死腹中。

辞书编纂一是大量耗费精力，二是耗费时间，尤其是文化含量较高的大型工

具书更是如此。如《维汉词典》、《汉维词典》、《哈汉词典》、《突厥语大词典》、

《新满汉大词典》、《新疆历史词典》等，都是文化含量比较高的辞书。其中的不

少辞书，参加编纂人员达四五十人之多，耗时十几年时间。如《新满汉大词典》

1976 年立顶，之后聘请新疆专家学者十余人，与北京学者十余人共同编纂，前

后耗时 18 年时间，于 1994 年才得以出版。又如《汉维词典》和《汉哈词典》也

前后耗时十几年或二十几年不等。

总结新疆人民出版社二十余年辞书出版的历史，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

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编辑部在专业人员少，资金困难，基本缺乏辞书编纂经验的

条件下，与汉族专业人员紧密配合，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较好地完成了基础性

建设，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尤其是在语言类和科技类辞书编纂方面积累了大

量可贵经验，而且取得的成绩尤为显著。第二，本社各文种辞书的质量，是逐步

得以提高的，而且其品种由单一到多门类，也是渐渐拓宽的，我社成为全疆各文

种辞书出版的中心。第三，本社通过辞书编纂出版，文化积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尤其是各文种语言类和社科类辞书，其知识含量和文化积累可谓首屈一指，成为

本社的拳头产品。


